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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7月20-23日，第18届中国社会学年会在吉林省长春市召开。7月22日，由浙江

省社科院社会学所主办、妇女/社会性别学学科发展网—社会学子网络承办、东北师范大

学性别研究中心协办的“改革开放30年与女性发展”论坛如期进行。先后有108人（近1/3为
男性）参加本论坛。本次论坛共收到论文65篇，其中40篇收录进论坛论文集，24人做了

发言（近1/2是男性）。另外，同期举行的其他论坛里也收录了5篇与女性发展相关的文
章。上述文章涉及到女性发展的政治、经济、社会生活、教育等诸多领域，研究方法以

社会学方法为主，也包括政治学、经济学、历史学、人类学等多学科的视野与方法。现

根据文章议题将之简要划分为以下几个部分： 

  

一、政治、经济与女性发展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佟新对转型期中国的经济发展和经济发展与家庭、妇女的互动关

系进行性别反思。她在文章中提出，在中国市场化转型导致的剧烈经济变迁面前，女性

在经济增长的过程中，在特定的家庭劳动分工的意识形态和家庭应对市场化变革的特定

条件下进入廉价劳动力市场，而女性劳动贡献和其边缘地位又被巨大的经济增长所掩

盖。应该说，正是经由市场化过程和家庭的中介，才形成女性这样一个稳定的劳动力蓄

水池。 

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蒋永萍的文章讨论了计划经济时期国家的家国同构制度安排，

在今天的妇女中留下了怎样的历史记忆，以及这些历史记忆对于中国转型社会的性别建

构的意义。她指出，国家对妇女进行“国家人”和“家庭人”的双重建构形成了“两性

同样是国家人前提下的男人以社会为主，女人以家庭为主”的性别角色建构模式。她认

为，必须承认国家社会主义的这种“家国同构”对于妇女解放和男女平等所发挥的积极

意义，如提高女性经济自主性和独立意识等。 

浙江师范大学社会学系林仙注意到，女性创业者往往被称为“老板娘”而不是“老

板”。她认为，一字之差反映的是几千年来存在的性别文化以及其对当下性别价值认同

的影响，说明女性并没有因为社会劳动的参与和经济地位的提高达到总体地位的提高。

林仙的发言引起了与会者对边缘群体/他者与主体、弱者的武器、语言与社会结构、语言

与言语、语言的可变性与不可变性、语言与性别的关系等问题的激烈讨论。大家一致认

为，语言不是一个语用问题这么简单，它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是紧紧地跟社会结构和社

会价值系统联系在一起的。 

南京大学社会学系朱虹在其论文中也指出了话语的社会建构性，认为话语暗含了社

会的价值秩序。她研究了在广州餐馆和酒吧业中打工的农村“打工妹”的日常话语实

践——包括学习词汇、积累谈资、根据语境来切换使用粤语、普通话和家乡话的话语操

纵策略，揭示了在城市复杂的微观人际互动中，打工妹们在建构自己的城市生活世界，

以适应城市生活及其要求时，作为社会秩序之体现的话语的裁制力量。该研究推进了文

化资本与社会分层的探讨。 

郑州大学蒋美华和柴丽红从过程视角出发，探讨有过商业服务业员工职业经历女性的

职业变动相关状况。作者认为，商业服务业员工中的女性发展仍然存在诸多限制，甚至会

向下流动进入城乡失业半失业者阶层。国家政策、个人人力资本和家庭因素等是影响女性

商业服务业员工职业变动的相关因素。 

福建省委党校的周玉通过对经验调查数据的分析，回答了“两性是否平等参与权力

职业领域？”这一问题。她的结论是，性别不平等存在于权力职业领域。与男性相比，

女性在权力参与中不仅在职业地位上总体较低，而且承受着更大的压力与负荷。制度因

素、个体目标预期、家庭背景、社会支持和性别意识等因素都对女性的职业发展产生显



著影响。 

辽宁社会科学院徐海燕对转型期女性职工利益保障的制度选择进行研究，认为制度

性歧视，或者说缺少性别视角的制度，阻碍女性职工的利益得到应有的保障。 

广州大学方英从女性主义视角对广州“全职太太”群体的形成进行分析，指出“全

职太太”的形成是在市场经济和传统性别秩序相互作用下的产物，从中折射了中国性别

秩序从“毛泽东”时代的“男女一个样”到市场经济作用下的变化。 

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马冬玲在劳动社会性别分工研究中引入情感劳动这一概念，并

探讨了社会学和女性学对情感劳动的女性化及商业化之后果的不同解释，以及情感劳动

的理论潜力。作者认为，劳动中情感面向的加入是资本主义和父权制对劳动者特别是女

性的新的剥削形式，情感劳动作为劳动社会性别分工的一种形式，起着掩盖不平等性别

关系的作用，是一种生产和再生产性别不平等的机制。 

江西省社会科学院帅庆从卖淫契约的视角对男女两性在社会中权力、经济条件、就

业、教育、性道德、文化差异及外部因素等方面进行分析，从而揭示卖淫契约以平等的

形式掩盖了不平等的实质。 

  

二、家庭、婚姻与女性生活 
家庭、婚姻是女性重要的生活情境，也一直是性别研究的重要内容。而女性闲暇、

身体、服饰等也开始成为研究性别与社会变迁的重要内容。 

中山大学林晓珊从社会性别视角探讨了城市家庭汽车消费中的身体流动与性别不平

等问题。他的研究发现，在父权制意识形态影响之下，借助汽车而实现的身体流动存在

性别上的差异：一是大多数男性总是作为驾驶者，而大多数女性总是作为乘客，并且通

常是男性比女性拥有更大的汽车优先支配权；二是男性驾车主要是用于工作，而女性驾

车主要是用于家务，尤其是接送小孩。从社会文化层面来分析，造成上述差异的主要原

因一方面在于汽车的性别隐喻和文化编码，另一方面在于公共空间与私人空间的性别界

分。林晓珊的发言引起研究者关于汽车使用与家务分工的关系、汽车使用与性别地位、

身体流动和社会流动的关联性等问题的激烈讨论。 

吉林省社会科学院傅大中以改革前后我国城乡二元社会结构中的家庭生活为背景，

透过家庭角色在性别边界上发生的冲突、演变，揭示社会转型与家庭生活变迁的逻辑关

系。他认为，我国家庭角色性别边界的变化，反映的是一种社会变迁，这种变迁作为社

变革的内容，从制度、社会、家庭多个层面表达了各种社会关系的重构。 

广西民族大学甘品元对毛南族L屯改革开放以来婚姻行为调查了描述，认为改革开放

以来毛南族婚姻行为变化主要体现在婚姻中介、招婿入赘、通婚圈、分家形式等，至于

婚姻行为中女性传统的角色扮演没有得到根本改变。 

随着两岸交流的增加，沿海地区的通婚现象也日益增多。福建省委党校社会发展研

究所刘大可和祖群英都对福建籍的“大陆新娘”进行了研究。不过，刘大可是运用社会

排斥与社会融合的理论，就该群体在台湾经历的排斥和融合过程展开论述。祖群英则探

讨了婚姻迁移对迁移地的正、负效应，认为正效应包括对对迁出地经济发展、社会观

念、增进两岸交流与融合具有积极的作用，负效应包括假结婚等对法律的漠视与践踏现

象、婚姻市场的性别比失衡、移民心态与婚姻观的畸形化以及对传统家庭伦理道德的挑

战等。 

山东济南大学李伟峰从社会史的视角出发，对明清时期妇女的宗教闲暇生活的普遍

化及其特点展开研究，并分析个中缘由。他认为，这一时期妇女户外的闲暇生活存在非

常频繁、与宗教密切相关、与妇女所面临的特殊问题有关、一般得到了家庭和社会的默

认、具有反叛意识等特点。这种闲暇活动的空间来自于明清时期政府较为宽松的宗教政

策、社会和家庭的承认以及妇女外出闲暇活动部分与传统礼教的吻合。他指出，明清妇

女大规模外出对妇女而言具有重要的生理和心理意义。沈阳师范大学艾晶认为，改革开

放以来，女性对休闲的认识发生了变化，甚至将休闲与女性的自由和解放、自我价值的

体现结合起来；女性休闲方式及内容出现多元化、复杂化的趋势；女性投入休闲的时

间、金钱也日益增多。 

沈阳航空工业学院白蔚对建国以来女性身体的社会性别建构变化进行了探讨，认为

中国女性的身体主要被国家意识形态和商业资本与现代消费文化两种权力塑造：新中国

初建时被建构为生产身体，文革时期被建构为政治身体，改革开放后女性身体被国家意

识形态与现代商业资本、消费文化共同建构为消费身体。女性的消费身体具有双重意

义，即现代性悖论：既自由又受制。 

服饰的变迁也能反映社会变迁以及社会性别意识的变化。东北师范大学王晶和刘彦



 

喆提出，半个多世纪的历史变迁，中国服饰色彩的性别化特质发生了从清一色的男性装

扮，到打造女性味的“粉红女郎”，再到跨越社会性别的中性服饰时尚的历史变迁，这

种变迁不仅折射了性别与服饰色彩的时代特征，更映射了中国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与复

苏，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女性解放的历史进程。 

此外，天津社科院张宝义探讨了女性犯罪“主体”年龄、文化程度、婚姻状况、犯

罪动机等特征。河南省社会科学院周全德对“生男偏好”情结与日常生活关系的关联性

进行了思考。浙江东方职业技术学院左雪松和夏道玉从马克思主义两种生产理论解读了

“剩女”现象。中南大学杨成胜和李颍将电视连续剧《新结婚时代》中的四位女性按社

会地位划分为四种类型，并对其经济和社会资本进行了比较。云南民族大学陈文超和华

中师范大学陈雯研究了家庭主妇在家庭的节约、消费以及家务管理活动等日常生活中表

现的家庭式的生态行动，认为这些生态行动存在嵌入性、趋利性和实践性，有利于我们

家庭以及社会的生态环境的建设和保护。 

  

三、农村生活与女性发展 
农村妇女始终是性别研究的重点。在本次论坛上，研究者们从权益与生存、家庭地

位与满意度、社会参与等方面研究了农村妇女的生活和发展状况，涵盖了女性生命周期

的各个阶段。 

河北大学汤兆云利用有关统计资料，阐述了社会性别差异对我国出生性别比影响。

他认为：社会性别差异是出生性别比偏高的重要因素；社会性别差异通过男性选择性生

育表现为出生性别比偏高；缘于社会性别差异的出生性别比偏高将进一步弱化女性地

位。汤的发言引起了激烈的讨论：出生性别比偏高到底是男性婚姻权问题还是女性出生

权问题？为什么只有当涉及到男性婚姻危机的时候这个问题才是问题？ 

河海大学施国庆和吴小芳基于温州三个村的调查研究，从社会性别视角对农村妇女

土地保障状况进行了考察。作者认为，两性之间的不平等使得女性群体在土地政策制

定、实施过程中容易遭受不公平对待，例如因“预测人口”、“测婚测嫁”等歧视性土

地分配方法而受损失；另一方面，土地保障提供的是低层次的保障，而非农业收入比重

不断上升，造成土地的实际保障能力在虚化。这些因素都大大弱化了土地保障对于妇女

的效用。 

华中农业大学龚继红和钟涨宝的定量研究分析了农村夫妻教育背景对妇女家庭权力

行为和家庭地位满意度的影响。研究得出如下结论：农村妇女教育背景对妇女家庭权力

有普遍直接影响，对妇女家庭的家务承担满意度和受尊重满意度有直接影响；妇女家庭

分工权力普遍直接影响妇女家庭地位满意度，生育权直接影响妇女受尊重的满意度；妇

女经济贡献对妇女权力和家庭地位满意度普遍直接影响；夫妻教育背景对妇女家庭权力

与妇女家庭满意度关系有明显间接影响。 

浙江师范大学过军和卢福营从浙江个案出发，探讨了村庄治理中妇女的组织参与及

其特点。研究发现，现阶段乡村治理过程中，妇女在村庄公共组织中明显表现出了“缺

场”；在组织参与中主要扮演配角，发挥辅助功能；在村庄公共组织决策中是典型的

“失语”者。作者将这些现象归结为制度支持的不力、农村妇女自身的角色定位不当、

传统父权制家庭文化的传承性和滞后性和“力治”的性别偏好等原因。 

此外，浙江理工大学郅玉玲以浙西山区的个案为例，从社会性别视角对农村老年人

贫困问题研究，认为传统的文化观念是农村老年妇女致贫的原因之一。作者从自身鼓励

政策、社会政策和经济政策三个方面提出了治理老年贫困的措施。云南民族大学武承睿

思考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推进社会性别主流化的重要性、障碍和对策建议。 

四、教育与女性发展 
研究者分别从本地区妇女受教育的总体情况、高等教育中的性别平等情况、农村妇

女终身学习问题、青少年性别教育等方面进行了探讨。 

浙江师范大学王勇对近十五年来浙江省妇女教育地位进行的实证研究表明，20世纪
90年代以来，浙江省妇女的教育地位也得到很大的提高。但是，省内妇女教育地位方面
仍存在不足：一是性别差距仍然存在；二是妇女之间差距较大，特别是乡村妇女明显落

后于市镇妇女；三是比全国以及经济发达省市妇女教育地位要低。 

沈阳师范大学王立波的研究发现，新中国特别是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在校大学生总

人数中的女生比例和女大学生在校人数总体上呈高升趋势，这标志着中国高等教育大众

化时代的来临。但是他认为，在教育机构定位、教育理念、教育目标、教育内容、学科

划分等这些社会面向的大众化的实现还言之尚早。广东韶关学院王丽忠认为，受文化氛

围、校园环境、女性话语权空间等多方面因素影响，性别歧视现象在高校以不同表现方

式客观存在，同时呈现地域性和隐蔽性特点。 

中华女子学院山东分院李仕超探讨了影响农村女性终身学习的外部环境，认为政府

支持、经济因素、社会观念舆论和空闲时间四个方面比较显著地影响我国农村女性终身

学习体系的构建。 

河南省青少年问题研究中心高中建和河南师范大学孟利艳认为，青少年中出现了性

别角色模糊化现象，这有利于真正两性平等的实现，是社会进步的表现，应在媒体、社

 



会中予以肯定。 

五、女性学/性别社会学的教研实践与反思 
上海市妇女干部学校周美珍女性以“孤独的‘自言自语’”来形容目前女性研究

的尴尬境地：不是影响有限就是与现实的妇女距离太远；男性不愿、难以、不便参与；

女性研究没有学术地位；妇女问题的社会性和现实性还没有被充分认识到，导致其边缘

化。 

从事女性学/性别社会学教学的老师们则从自己的教学实践中得出了更为乐观的结
论。上海政法学院社会学与社会工作系陈晓敏认为，改变女性研究的边缘化现象，行动

是关键，而教学实践就是非常重要的实践。她以自己的教学实践为例，对女性学课程建

设予以解读和思考，认为女性学课程要保持生命力就必须经历研究内容从女性到社会性

别、研究教学队伍从个人到团队、教学过程从知识传授到价值认同的转变。特别是她认

为教学者应认同课程所蕴涵的价值理念的观念得到了与会者的赞同。 

在教学方法上，华中科技大学学报丘斯迈基于华中科技大学的教学实践，强调在教

学中应打破“独白”局面，采取参与式、互动式教学方法，发挥学生的能动性与参与意

识，教学互长。 

这种对于互动教学的强调得到了济南大学法学院梁丽霞和李伟峰的支持。她/他们以
“社会性别研究”课程为例，探讨“多元一体化”的互动式教学模式，即“以学生为主

体的多元互动模式”。该模式具有互动主体的多重性、互动过程的连续性、互动空间的

拓展性几个特点，其实施包括教师与学生共同完成教学设计、课前互动教学的准备工

作、课堂中互动教学的实施策略、课堂外互动教学的进一步延展和多元化教学评价体系

的建构。 

黑龙江省委党校政治学教研部王磊和东北师范大学社会学系王晶通过对性别社会学

课程学生进行问卷和访谈，发现，学生中认为性别社会学这一课程名称很有吸引力和较

有吸引力的、认为两性问题是值得研究的学问都达到87%。她们认为，这和该课程秉持
的教学理念、方法和内容上的前沿性、教学过程中的赋权性和行动性分不开。 

首都师范大学高永平介绍了自己开性别社会学课程的初衷和方法。他认为，教学既

是学术兴趣，也是社会责任。他所开设的性别学课程从生理学、心理学、人类学和社会

学多学科的角度，对学生进行性和社会性别的教育。 

四川省社科院郭虹在评论中认为，女性学/性别社会学课程的增加、参与者特别是男
性参与者的增加、教学理念和教学方法上的创新等，预示着社会性别教学的良好发展前

景。不过，如何主流化和本土化仍是今后教研实践需要进一步探讨的问题。 

除了上述议题，本次大会上与性别有关的议题还包括：辽宁社会科学院徐海燕就女

性发展中大众传媒的性别意识进行了审视与反思；中国传媒大学谢进川对传媒反拐报道

框架存在的不足进行了反思；广州大学方英探讨了妇联工作如何引入社会工作以更好的

满足单亲家庭的需要；韩国汉阳大学沈英姬对20世纪80年代后韩、中女性运动比较，

讨论了自律性强的女性运动组织与女性运动的得失。 

最后，本次论坛负责人、浙江省社科院研究员王金玲做了本论坛的总结发言。她

指出，本次论坛收到的论文数量之多、领域之宽、研究方法之丰富以及论坛参与

者之踊跃，充分显示了性别研究和性别论坛的可持续发展前景。她认为，三届性

别论坛的发展显示了性别研究的三个特点：第一个特点是从特殊性走向普遍性，

即从就妇女谈妇女发展到将性别视角渗透到各个学科、各个领域；第二个特点是

从西方的理论框架走向从本土的知识，甚至发展成某种本土的发展论、本土的立

场；第三个特点是形成了一个多元、多样的平台，为今后交流合作打下了基础。

代表本论坛做大会发言的东北师范大学王晶也指出，本论坛的研究具有反宏大叙

事、反逻各斯中心、反生产中心等特点，既有对特定群体的弱势地位和边缘地位

的关注，也有对性别差异的关注；既有对政治、经济环境对女性发展影响的关

注，也有对日常生活的解构。 

[1]马冬玲（1977-），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博士生。主

要研究领域是女性学和社会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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